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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 SBM、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差异化的土地利用提升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

(1)时序演化上，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为 1.003,历经“增长-下降-平稳”三阶段变化过程。

全局 Moran’sI 指数大于 0,正向相关性显著，溢出效应与集聚特征明显。(2)空间演化上，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快，

集聚人口能力强，盘活建成区存量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效率较高。外围城市囿于土地政策不完善和城市

格局的约束，效率亟需提升。(3)区域一体化中要素空间集聚、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效率变化，且不同因素

的作用强度差异明显。经济发展与产业活动集聚具有涟漪效应，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机遇等优先向邻近城市扩散，

促进本城市和相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因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单纯增加建设用地和资本要素的投入规

模，对土地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只有盘活城市内外发展要素，促进用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才能有效提高城市

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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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是流动的生产要素按照市场动力、制度安排与功能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率的集聚规模和分工合作，进而提升

区域整体竞争力，表明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到较高层级
[1]
。城市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空间载体，成为区域一体化

的“直接作用客体”和“间接见证者”。区域一体化的规模、速度、程度等通过改变城市发展所需人口、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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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路径，作用于土地利用系统内部能量传递和外部物质循环，改变城市土地利用的强度、限度与广度[2]。在当前新型城镇化

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把握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已成为土地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学科的研究焦点。 

学界对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不同尺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测算、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等开展研究。主要内容为：(1)指标体系

建构上，历经单因素评价到多因素判断的发展过程，从土地开发强度、土地经济密度等单一衡量指标过渡到通过设计“经济+社

会+环境”[3]、“投入+生产+生活+生态可持续”[4]、“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5]等指标来测算，评价体系不断完善。(2)测

度方法选取上，从早期定性描述土地政策、分析土地利用形势，后又随着“3S”与空间技术的发展引入定量模型，其中数据包络

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最为经典，运用线性规划方法确定有效前沿面，无需主观赋权和明确函数关系，通过数

学过程测算决策单元效率[6]。(3)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泰尔指数[7]、变异系数[8]、空间数据分析[9]等方法较为常见，定量刻

画单一城市群内部或多个城市群间的效率演化特征，基于 BP神经网络、Tobit、空间回归等模型解析影响因素
[10,11,12]

。关注城市

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13]。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如吴长彦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样

本，发现浙江北部地区的效率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发展等因素较为敏感，而江苏中部和南部则受全球化和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的影响较多[14]。 

上述研究为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提供支撑。然而，评价体系适用于任何发展阶段的单个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测度，缺乏区域一体化推进策略变化、要素配置格局与资源开发模式差异对利用效率产生何种作用的考虑，没有揭示区域一体

化过程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内在影响。因此，总结已有成果，产生以下问题：如何准确评价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化?区

域一体化又是如何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构建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解

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演化的影响，探索长三角城市群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区域均衡发展的优化路径。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超效率 SBM 模型 

超效率 SBM 模型是在 DEA 模型基础上，将其生产前沿面进行推移计算，克服普通 DEA 模型无法对多个决策单元做出评价的

缺陷，区分DEA 有效单元之间的差异，能对决策单元进行有效排序，在决策中使结果更加符合实际[15]。因此，选用超效率 SBM 模

型测算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原理为：假设生产系统有 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包括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个向量，

使用 m 的投入，产生 S1 的期望产出和 S2 的非期望产出，由 x∈R
m
,y

g
∈R

S1
,yb∈R

S2
来表示。矩阵 X、Y

g
、Y

b
的定义为：

X=[x1,x2,…,xn]∈Rm×n,Yg=[y1g,y2g,…,yng]∈RS1×n,Yb=[y1b,y2b,…,ynb]∈RS2×n假设 X>0,Yg>0,Yb>0,生产可能性集定义为： 

 

上式将非期望产出纳入评价决策单元(x0,y0g,y0b)的 SBM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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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S-,Sg,Sb)表示投入冗余量、正产出不足量和副产出超标量，ρ为目标函数，取值范围为[0,1]。当且仅当ρ=1,单

元有效；当 0<ρ<1,单元低效。在效率评价中，决策单元多会出现 100%的“效率状态”,因此需要区分决策单元和影响因素，保

证效率值接近真实水平，模型为： 

 

式中：ρ*表示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可以超过 1,其他变量定义与式(2)相同。 

1.1.2 空间自相关性模型 

研究表明，相邻地区的土地利用活动相互影响，多会表现出地理上的空间关联性特征[16]。为分析土地利用效率的自相关性，

选用全域和局域自相关来研究其空间异质性。全域空间自相关(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Moran’sI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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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t为 i城市第 t年数值；yjt为 j城市第 t年数值；n为城市数量；yt¯为第 t年所有城市数值的均值；Wij为二进制空

间权重矩阵，经标准化处理后为一阶地理邻近矩阵，Wij= 其中 wij的设置标准为地理空间上相邻的城市设置为

1,不相邻的城市设置为 0,对角线元素为 0。 

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容易忽略局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非典型分布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检验能克服这一不足，模型为： 

 

1.1.3 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同时包含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依赖效应，考察评价结果的关联特征，是相较

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和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更为一般的形式[17]。本文选用其探索城

市土地利用效率演化的空间依赖效应，模型为： 

 

式中：yij、xij为第 t年城市 i、j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数值；β 为自变量系数；ρ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φ为自变量

的空间回归系数；μi、υt分别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当 φ+ρβ=0 时，公式(6)为 SEM 模型；当 φ=0、

ρ≠0时，公式(6)为 SLM模型。 

1.2 指标选取 

1.2.1 效率评价的指标选取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测算应考虑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反思“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的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避免出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18]。因此，参考生产函数等相关理论与研究基础，将环境负

效益纳入评价范畴[19,20],构建完善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标体系(表 1)。其中：投入指标分别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对应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固定资产投资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产出分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等两组指标：期望产出反映城市在一定时

期内生产经营活动和服务活动的最终成果，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分别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职工平均工资与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等来表征；非期望产出中将三废排放作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产生负外部性的直接体现，选取工业废水排放

量、工业 SO2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等来表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益。 

表 1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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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投入指标 

土地投入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资本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额 

劳动力投入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 

期望产出指标 

经济效益 二、三产业增加值 

社会效益 职工平均工资 

环境效益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非期望产出指标 环境负效益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 SO2排放量 

工业烟尘排放量 

 

1.2.2 影响机理的指标选取 

本文从要素集聚、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等三个方面解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 

(1)集聚驱动： 

经济集聚、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表征。其中：①对于经济集聚，经济活动在特定地区集中而产生效益，

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推动土地的集约利用和高效开发。经济集聚达到门槛规模时，会对邻近地区产生辐射效应，并通过成

本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21]。②对于人口集聚，在城市“增长极”的引领下，通过市场规模扩大与消费层

次提高，从消费、需求、供给等不同环节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领域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作用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变

化[22]。③对于产业集聚，区域一体化带动范围经济的形成，驱动替代性或互补性产业的空间集聚，实现区域内知识、信息和技术

的联通，产生溢出效应的正向循环，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变化[14]。因此，参考已有研究[23,24],选取经济集聚、人口集中和产业集

聚指数来说明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外来人口迁移重要载体的城市土地的利用情况。 

(2)规模带动： 

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土地和资源等要素的规模利用来带动。其中：①区域一体化中，城市土地面

积变化为城市内部各功能用地数量配置与结构调整提供潜力，增强城市外围地区的市场潜力，是发挥规模效益的基础，凸显土地

要素的规模效应[25]。②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和稀缺性，区域一体化将推动资本要素向城市土地承载的优势空间集聚，资本投

入规模增大产生乘数效应，并通过多种传导路径刺激土地资源要素向投资回报率高的生产领域流动[26]。因此，选取土地开发利用

广度来测度土地扩张的规模效应[27];参考闫卫阳等测度城市关联度时的方法，用实际利用外资强度衡量乘数效应[28]。 

(3)结构拉动： 

区域一体化过程改变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拉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其中：①区域一体化使

服务、信息的流动便捷，第三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经市场选择“脱颖而出”,“经济服务化”的产业结构拉动城市土地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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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和高效利用[29]。②区域一体化拓宽资本、人力、技术的流动空间，城市通过“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等途径置换弱竞争力

的产业，产业结构为获得最优外部性而不断升级，其合理化趋向愈发显著，进而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30]。因此，借鉴于

斌斌
[31]

的研究，选用城市用地结构强度表征土地利用结构，选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和产业高级化指数衡量产业发展结构。 

具体的指标选取、测算方法和英文缩写见表 2。 

表 2影响因素分析的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测算方法 英文缩写 

集聚驱动 

经济集聚程度 城市 GDP/城市群 GDP EAD 

人口集中程度 
 

PAD 

产业集聚程度 
 

IAD 

规模带动 

土地开发利用广度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土地总面积 LB 

实际利用外资强度 实际利用外资额/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FDI 

结构拉动 

城市用地结构强度 
 

ULS 

产业结构偏离度 
 

IR 

产业高级化指数 Iu=TV/SV IA 

 

注：①Xi表示城市 i 总人口占其所在城市群总人口的比重，Yi为城市 i 土地面积占其所在城市群行政区土地总面积的比重；

②产业集聚度计算中，sik为第 i城市第 k产业就业人数占该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k取 2～3.xi为第 i城市就业人数占该城市群

就业人数的比重；③城市用地结构强度计算中，Ai与Ci分别为第 i类土地利用分级指数和面积百分比
[31]
;④产业结构偏离度计算

中，Y和 L分别表示产值和该产业对应从业人员，i取 1～3,表示第一、二、三产业；⑤产业高级化指数计算中，SV和 TV 分别表

示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 

1.3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处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围内，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多个城市组

成，分布在国家“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空间范围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

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

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6市。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衔接地带，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参与

国际竞争的关键平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完整性，本文将研究时段确定为2000～2018 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资本存量、非农从业人口、三

次产业产值与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数据来自 2001～2019 年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



 

 7 

鉴》和长三角城市群各市的统计年鉴，以及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城市建设用地指城市、近郊区的城

镇用地总和。资本存量拟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PIM)来估算。劳动力为非农从业人口，指单位从业人

员、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之和。城市非农产值获取方式通过查询统计年鉴，运用GDP 指数法将数据平减至 2000 年水平。处理实

际利用外资数据时，按当年美元/人民币的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金额。 

2 结果分析 

2.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化 

2.1.1 时序演化特征 

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为 1.003,2007 年达到最高为 1.063(图 1)。研究期内，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波

动明显，时序变化分为 3个阶段：(1)2000～2007 年，利用效率较高，呈现上升趋势，从 2000 年的 0.987升至 2007 年的 1.063。

随着中国加入 WTO,长三角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优势，成为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沿地区，各类高新区、经

开区、保税区等遍地开花，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建设用地高效利用。(2)2008～2011 年，土地利用效率降低，至 2009 年，出现

断崖式下降，效率值仅有 0.975。受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外向型经济已不可持续，亟需转变发展方式和

提高产业层级。同时，在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限制下，城市土地利用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挖潜”转变，以提升集约利用程度。

(3)2012～2018 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大，政府加强对建设用地的管控力度，集中开发建成区周边

用地，尤其是城郊闲置用地，使得土地效率变化不大，均值为0.998。因此，随着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人口和产业郊区化程度

的提高，应协调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增强集聚经济活动和外来人口的能力，使得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保持在高

位水平。 

 

图 1 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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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内，全域 Moran’sI指数值均大于 0,通过 0.05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正向自相关性显著，溢

出效应明显(表 3)。其中，2000～2005 年 Moran’sI 指数波动下降，但指数值超过 0.3,正向自相关性强；2006～2013 年保持在

0.231～0.296,指数变化不大，但仍为正向自相关性；2014～2018 年 Moran’sI 指数呈上升趋势，在2018年达到 0.456,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的集聚态势愈发明显。因此，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集聚特征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强度呈“U”型变化趋势。 

表 3 2000～2018 年全域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份 Moran’sI Z(I) P 值 

2000 0.404 3.784 0.005 

2001 0.353 3.191 0.017 

2002 0.314 2.728 0.040 

2003 0.312 2.837 0.050 

2004 0.348 3.168 0.006 

2005 0.311 2.795 0.014 

2006 0.252 3.260 0.008 

2007 0.256 3.567 0.006 

2008 0.289 1.314 0.031 

2009 0.296 4.036 0.000 

2010 0.231 4.795 0.000 

2011 0.236 3.846 0.003 

2012 0.275 3.497 0.004 

2013 0.233 2.820 0.013 

2014 0.306 2.846 0.012 

2015 0.316 2.365 0.018 

2016 0.344 2.545 0.011 

2017 0.404 2.930 0.003 

2018 0.456 3.266 0.001 

 

2.2.2 空间演化特征 

空间演化上，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在不同城市间差异大、原因复杂(图 2)。上海土地利用效率远高于其他城市，均值高

达 1.312。究其原因：(1)在政府引导下对低效土地进行再利用。例如，上海对工业园区的废弃用地进行整治后再开发，提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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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效率。(2)政府的用地管理水平。上海采取适宜的土地利用管理模式来调控用地的无序扩张，避免效率低下问题。南京、

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水平较高，由于集聚外来人口能力强，盘活建成区内存量用地，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提高土地开发投资强度，保障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与之对应，长三角外围城市，如盐城、铜陵、宣城等，土地利用效率亟需提

升。原因有二：(1)铜陵、宣城等城市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政策不完善；(2)城市“从核心到边缘”的扩张模式使得建设用地无序扩

张与粗放利用，致使效率较为低下。因此，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的效率值分化明显，空间集聚态势增强，“核心-外围”特征显

著，基本上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也符合已有研究结果[14,18]。 

 

图 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格局 



 

 10 

根据 LISA 指数结果(图 3),2000 年 H-H(High-High)区集中在上海和浙江片区，这些地区土地开发管控严格，建设用地投资

强度较高，提升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同时，H-L(High-Low)区和 L-H(Low-High)区呈圈层结构依次向外扩展。至 2010年范围

扩大至周边芜湖、安庆等市，2015 年又集中在滁州、马鞍山和南京等市，具有局域空间集聚特征。2018 年 H-H(High-High)和 L-

L(Low-Low)区成为主导，H-H 区分布在上海都市圈，区域一体化水平高，人才、信息与技术等要素流动便捷，土地利用效率较高。

相应的，L-L区分布在安庆、池州和铜陵等市，经济发展层次有限，土地利用水平较低，其集聚格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依赖性，

印证了已有研究成果的正确性[24,32]。此类城市位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外围地区，以内生型经济为主，工矿企业散点布局，

对建设用地盲目占用、低效利用现象突出，利用效率亟需提升。因此，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集聚格局具有较强的稳

定性与空间依赖特征。 

2.2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2.2.1 估计模型确定 

根据上文 Moran’sI 指数结果，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因此，研究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格局演化的影响时需考虑地理空间因素与交互项作用，SLM、SEM 和 SDM 模型均可用于结果估计。但需要依照检验结果和判定规

则来选用合适的模型，如表 4:(1)SLM 与 SEM 选择：SEM 的 LM-error、R-LMerror 和 SLM 的 R-LMlag 统计量均在 0.01 水平上显

著，但SLM 的 LM-Lag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一体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模型 SEM优于 SLM;(2)SDM 能否简化：通过 Wald

和 LR 统计量检验，在 0.01 水平上显著，即拒绝原有将 SDM 简化为 SLM 或 SEM 的假设，表明区域一体化对效率影响分析中应选

用 SDM 模型，较 SLM 或 SEM 的估计结果准确；(3)固定与随机效应检验：选用 SDM模型后，再对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进行适用性

检验。Hausman 统计量为 18.682,通过 0.01 水平显著性检验，即拒绝随机效应模型，选用含有固定效应的 SDM 模型。 

2.2.2 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对无固定效应 SDM、时间固定效应SDM、空间固定效应 SDM 和双向固定效应 SDM进行估计，根据含有不同交互效应

的模型结果,选择LogL值、R2判断合适的SDM 模型。最终，空间固定效应 SDM 模型 LogL 和拟合优度 R2最大，故选用此模型。 

(1)空间集聚驱动的影响。 

经济集聚程度(EAD)和产业集聚程度(IAD)的直接影响系数与空间滞后系数为正，说明该城市与邻近城市的要素空间集聚利

于效率提升。原因在于经济活动集聚越强，单位面积用地的生产能力就越高，推动效率上升。同时，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存在

“涟漪效应”,经济发展水平高，生产技术、发展机遇将优先向邻近城市等级扩散，提高邻近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对于人口集聚

程度(PAD),直接影响系数与空间滞后系数为正值，但效率值增幅不大，表明人口集聚虽也能创造价值，但贡献度低于以产业发展

为代表的生产活动扩张所带来的效率升高。 

(2)要素规模带动的影响。 

土地利用广度(LB)对效率的直接影响系数与空间滞后系数为负，表明长三角地区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快，利用粗放，抑制了本

市和邻近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与之对应，实际利用外资强度(FDI)的直接影响系数与空间滞后系数为正，但系数值较小，表明

外商投资虽也能促进城市发展，但效率提升的幅度有限。因此，实现效率提升应从依靠增加投资规模，向提高用地强度、挖掘存

量用地和调整用地结构的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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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局部空间集聚格局演化 

表 4空间计量模型的相关检验结果 

模型 检验方法 结果 t值 p 值 

SLM 与 SEM 选择 

LM-Lag 1.820 1.005 0.177 

R-LMlag 5.539 2.365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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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rror 5.818 3.321 0.002 

R-LMerror 9.537 3.384 0.002 

SDM 能否简化 

Wald-Lag 52.665 4.518 0.000 

LR-Lag 39.070 5.345 0.000 

Wald-Error 46.528 4.053 0.000 

LR-Error 42.490 5.825 0.000 

固定与随机效应检验 Hausman 18.682 6.528 0.000 

 

(3)产业结构拉动的影响。 

城市用地结构强度(ULS)的直接影响系数为正，表明随着用地结构强度的提高，应逐步挖掘用地潜力，盘活存量用地，高效

开发建设用地。产业结构偏离度(IR)和高级化指数(IA)对土地利用效率的直接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

禀赋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层次越高，越能通过区域一体化调动城市内外生产要素，刺激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上述指

标的滞后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多是跃迁式扩散，而不是等级邻近转移。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探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结论如下：(1)

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平均效率为 1.003,历经“增长-下降-平稳”的三阶段变化过程。全局Moran’sI指数大于 0,溢出

效应与集聚特征明显。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快、集聚外来人口能力强，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提高用地投

资强度，效率较高。囿于土地可持续利用政策的不完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约束，盐城、铜陵、嘉兴等城市土地效率亟需提升。(2)

选用空间固定效应 SDM模型对结果进行模拟。区域一体化中要素空间集聚、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均会对土地效率产生影响。

经济集聚和产业集聚能有效提升土地效率，且作用强度高于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存在“涟漪效应”,生产技术、发展

机遇等优先向邻近城市等级扩散。单纯增加建设用地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规模，对效率提升的作用不大。 

借助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特征，实证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为

促进城市土地高效、合理利用提供科学支撑。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本文在投入产出指标选取上多为目前学术界常用的可获得

的核心变量，但对政府管控效率政策落实程度等难以量化的指标并未涉及，还可参考一些研究成果
[33]

,着重讨论碳排放、新型城

镇化等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这也是后续研究效率测算体系的重点。(2)今后还需细化产业结构的研究，尤其是注重

产业结构服务化、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的交互响应机制[34]。(3)研究发现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存在空间邻近效应和溢出效应，而本文运用的 SDM 模型以地理空间邻近关系来生成权重矩阵，缺少对经济距离和时间可达性

等因素的考虑。因此，未来还应对空间权重矩阵的判别开展深入研究，针对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来探索切实可行的空间优化路

径。 

本文在政策层面还有一些启示：(1)受发展政绩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各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一体化中侧重于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忽视了公共服务供给，造成了城市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应主动避免片面追求政绩，扩大市场生态和空间一体化进程

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对土地利用能级的提升。(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吸收外资方面，强调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还需注重创新市场一体化机制和规范

管理措施，不可重复盲目投资、重量不重质的土地资源粗放利用的老路，强化政府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从源头和



 

 13 

利用方式上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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